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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间流动( 蔡昉，2017)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所遇到








































对劳动力居住决策的研究有很多文献。Lee( 1966 ) 将其影响因素系统总结为: 推力、拉力、个
人因素和中间因素，迁出地和居住地两个城市都同时存在推力和拉力作用。个体因素则包括年龄、
性别、婚姻状态、户口类型和教育程度等( Costa ＆ Kahn，2000) ，家庭因素包括配偶是否随迁，子女
随迁以及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以及留在农村的父母健康状况等都对劳动力在城市居住意







应。对于无房的劳动力，高居住成本提高了其迁出概率。Diamond( 2016 ) 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更偏
好于较好公共环境的城市，相应地也愿意承担更高的居住成本。
针对中国近十年来的房价问题，高波等( 2012) 利用 35 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城市间相对房价的上涨提高了城市的居住成本，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邵朝对等
( 2016) 提出了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认为房价的推力作用主要针对的是低
端劳动者，支持高波等( 2012) 的结论。范剑勇等( 2015) 则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新增工业用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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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值，2013) 。中国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劳动力流动和定居决策是分离的。蔡昉( 2017 )
指出改革开放使劳动力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而本文进一步考察已经“进入”城市
的劳动力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高房价是否对劳动力定居决策产生挤出效应。
其次，本文使用 2014—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MDS) ，这一新数据与目前
常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 相比具有调查范围广、观测
数量大、信息多的优点。该数据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每年的调查











( CMDS) 项目。自 2009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年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连续断面监测
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 抽样，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 县、市) 户口且年龄在
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调查数
据，共有 58. 4 万份家庭户样本，详细调查了流动劳动力家庭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流动意愿、就
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子女流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信息。本文把 3 年数据




















在经验研究的文献中，通常采用公立学校生均教育支出、学校考试成绩 ( Rosen ＆ Fullerton，




是否在本地入园入学?”( 基础教育) ，赋值包括“是 = 1，否 = 0”; “您目前是否在本地参加医疗保
险?”( 医疗保障) ，赋值包括“是 = 1，否 = 0”; “您目前是否在本地参加养老保险?”( 劳动保障) ，赋
值包括“是 = 1，否 = 0”;“过去一年，您是否在现居住社区接受健康教育?”( 社区服务) ，赋值包括
“是 = 1，否 = 0”。由于本文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是一个多维概念，参照钱文荣和李宝值( 2013) ，本
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包含上述四个维度信息的城市公共服务指标，并用二分法得到劳动力在
居住地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虚拟变量，1 = 获得高公共服务，0 = 获得低公共服务。
家庭财富禀赋对劳动力的个体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吴晓瑜等，2014 ) ，而在居住地的房产会
对劳动力迁移有财富效应和锁定效应( Foote，2016 ) 。我们基于 CMDS 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
何种性质?”这一问题构建是否在本地购房虚拟变量。若受访劳动者报告其住房性质为已购政策
性保障房、已购商品房、自建房，赋值为 1，否则为 0。进一步地，我们还根据 2016 CMDS 问卷中关
于家庭房产购买的调查“您家已经在哪些地方购房?”，分别构建已经在户籍地购房( 是 = 1，其他 =
0) ，已经在其他城市购房( 是 = 1，其他 = 0) 两个虚拟变量，并进一步统计劳动力购买房产的总数作
为家庭财富禀赋的代理变量。我们认为，家庭的财富禀赋对劳动力的长期居住决策也有显著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会倾向于流向已经购买房产的城市( 锁定效应) ; 另一方面，家庭购买的房产越多，
财富禀赋越高，越有资本向其他城市迁移，向高房价的省会级及以上城市迁移( 财富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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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2016 年问卷中，这一选项细分为: 2． 打算返乡; 3． 继续流动。我们将这两个选项都均归类为“不打算居住”，相应地受
访者的“流动意愿”赋值为 1。
只有 2016 年 CMDS 调查了流出劳动力的继续流动决策。
根据已有文献( Costa ＆ Kahn，2000; Diamond，2016; Roback，1982 ) ，我们还控制了劳动力的技
能水平、就业状况、流动原因、流动范围、户籍、性别、婚姻、年龄及其二次方、家庭规模及收入水平等
变量。此外，还控制了城市就业( 工资水平与失业率) ，城市经济( 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 ，城市
规模( 市辖区人口总数) 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全样本中，只有不到 16% 的劳动力打算继续流
动，其中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中，仅有 1% 的劳动力打算流动到省会及以上的大城市，绝大部分
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选择返回户籍地或者其他的地级市。相对房价的均值为 1. 46，每个劳动力
家庭在居住城市购买 1 平方米的住房平均需要用 1. 46 个月的家庭月收入。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
相对房价的标准差为 1. 12，即不同家庭的住房可负担性的差异性较大。我们还分析不同城市规模
的相对房价水平及差异性。① 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2. 17; 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1. 46，较之下降; 而其他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1. 10，住房负担性较为适宜。②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91438 0. 11 0. 68




90051 0. 01 0. 11
相对房价
城市平均房价( 元 /平方米) 与劳动力家庭月收入( 元) 的
比值
308289 1. 46 1. 12
超大特大城市 85525 2. 17 1. 46
大城市 68652 1. 46 0. 88
其他城市 154256 1. 10 0. 70
公共服务
受访者及其家庭在居住地获得的公共服务，获得高公共
服务 = 1，其他 = 0
331277 0. 50 0. 50
在本地购房 是否已经在本地购房，是 = 1，否 = 0 216047 0. 27 0. 44
在户籍地购房 是否已经在户籍地购房，是 = 1，否 = 0 102367 0. 24 0. 43
在其他城市购房 是否已经在其他城市购房，是 = 1，否 = 0 102367 0. 02 0. 15
房产数量 受访者家庭在购买房产的总数量 102367 0. 64 0. 59
我们进一步分别按照相对房价的中位数和劳动力个体特征分别将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对劳
动力的流动意愿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在相对房价较高的城市，获取较多公共服





城市规模主要依据城区常住人口进行划分。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2014］51 号) ，以
2010 年人口普查中城区常住人口统计为划分依据。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杭
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共 14 个城市; I 型大城市包括唐山市、太原市、大连市、长春市、无
锡市、常州市、苏州市、温州市、合肥市、厦门市、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郑州市、长沙市、中山市、南宁市、贵阳市和乌鲁木齐市，共
20 个城市。剩余 246 个城市为其他规模城市。
考虑到篇幅，未汇报个体控制变量和城市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值( 0. 256) 。在相对房价较高的地区，无房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均值( 0. 254) 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无











高 0. 090 0. 175 － 0. 085＊＊＊
低 0. 134 0. 256 － 0. 102＊＊＊
均值差异 － 0. 044＊＊＊ － 0. 061＊＊＊
是否在本地有房
是 0. 015 0. 023 － 0. 009＊＊＊
否 0. 157 0. 254 － 0. 097＊＊＊
均值差异 0. 143＊＊＊ 0. 231＊＊＊
无房家庭中: 是否高技能劳动力
是 0. 135 0. 243 － 0. 109＊＊＊
否 0. 170 0. 260 － 0. 090＊＊＊
均值差异 － 0. 036＊＊＊ 0. 017＊＊＊





根据 Roback( 1982) 和 Diamond( 2016) ，一方面劳动力从低工资地区向高工资地区流动，以提
高劳动力家庭的效用水平; 另一方面，房价是劳动力在城市居住的主要成本，高房价水平降低了劳
动力在居住城市的效用水平，即:
Vij = Wij － ηPj + μAij ( 1)
( 1) 式中，Vij表示劳动家庭 i 居住在城市 j 的间接效用水平，Wij为劳动力家庭 i 在城市 j 的工资
收入，P 为城市 j 的房价水平，A 为劳动力家庭 i 在城市 j 获得的公共服务。各城市的工资和房价水
平不同，当 Vij ＜ Vik，劳动力家庭 i 从城市 j 流向城市 k。给定工资水平下，城市 j 的高房价促使劳动
力家庭 i 迁出城市 j。由此提出假说 1:
假说 1: 劳动力在居住地的房价收入比越高，他越倾向于流出该城市。
由( 1) 式可知，劳动力在居住地可获取的公共服务 A 提高了劳动力家庭 i 在城市 j 的效用水
平，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家庭 i 流出城市 j 的概率。根据 Tiebout( 1956) 理论，地方政府通过不动产税
收来为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筹集资金并决定其公共服务水平。① 也就是说，城市的高房价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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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这一部分税收可理解为政府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 简称招拍挂) 住宅用地所得收入。地方政府根据招拍挂土
地所得的收入决定其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品投入水平) ( 张平和刘霞辉，2011) 。
公共服务水平的资本化( Oates，1969) ，高房价意味着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高公共服务水
平对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假说 2:
















Pr( WTMij，t = 1 | hp，X) = F( hp，β1 ) =
exp( β0 + β1hpij，t －1 + βX + εij，t )
1 + exp( β0 + β1hpij，t －1 + βX + εij，t )
( 2)
( 2) 式中，劳动力居住决策 WTMij，t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如果 t 年劳动力 i 选择流出居住城市
j，其值为 1，否则为 0; Pr( WTMij，t = 1) 为在 t 年劳动力 i 选择流出居住城市 j 的概率，F 为标准正态
的累积分布函数; hp 为城市 j 在 t － 1 年的相对房价水平，X 为劳动力个体以及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城市相对房价 hp 的系数 β1 的正负可以分析城市相对房价 hp 对劳动力居住决策
的影响方向。如果 β1 显著为正，则说明高房价对劳动力有挤出效应，支持假说 1。
对于假说 2，使用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 pub) 的交互项来考察公共服务的调节效应:
Pr( WTMij，t = 1 | hp，X) =
exp( β0 + β1hpij，t －1 + β2hpij，t －1·pubij + β3pubij + βX + εij，t )
1 + exp( β0 + β1hpij，t －1 + β2hpij，t －1·pubij + β3pubij + βX + εij，t )
( 3)
( 3) 式中，pub 为劳动力 i 在城市 j 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其余变量定义同前。pub 的系数 β3 显著
为负，说明了可获得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有拉力作用; 交互项的系数 β2 显著为负，则说明了高







( Chaney et al．，2012; Saiz，2010) 。住房供应弹性是指不可开发土地占城市未开发土地的比例与长
期利率水平的乘积，其中不可开发土地指的是坡度大于 15 度的山地，根据美国地理服务局提供的












我们使用的 2014—2016 年 CMDS 全样本只调查了流动人口样本。户籍人口也可能因为高房
价而选择流动到其他城市，导致样本选择偏差。因此，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将用 2015 年 CMDS 的
户籍人口抽样调查，通过 Heckman 两步法检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Heckman，1974) 。2015 年 CMDS
对比抽样调查了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大连市、无锡市、杭州市、合肥市和贵阳市共 8 个城市的户
籍家庭，经过数据清洗和城市变量匹配后，样本量为 12179 家庭户。虽然这 8 个城市不是随机选取




表 3 给出了相对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回归( 1 ) 只包括相对房价解释
变量，并控制了个体变量和城市变量。结果显示，相对房价的回归系数是 0. 023 并在 1% 的水平显
著，说明给定个体和城市特征不变，与打算在本地居住的劳动力相比，城市相对房价对劳动力选择
再流动有显著的挤出效应。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边际效应为 exp( 0. 023) ，即得到相
对房价每上升 10%，劳动力打算再流动的概率就提高 10. 2%。也就是说，假说 1 成立。回归( 2) 只
包含了公共服务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公共服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居住
地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长期居住决策有显著的拉力作用。相对于获得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劳动力




们用住房供应弹性作为城市相对房价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probit IV 回归。回归( 4) 和回归( 5)
最后一行的 Wald 内生性检验可见，城市相对房价确实存在显著的内生性。表 3 的上半部为 probit
IV 的第一阶段回归，回归( 4) 为只包括相对房价的回归结果，回归( 5) 为同时控制了公共服务及其
交互项的结果，两者都显示住房供应弹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远大于 10，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 3 下半部为 probit IV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同时，与回归( 1) 的结果相
比，回归( 4) 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再流动意愿的边际作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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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作用: 基准回归结果
probit 两阶段 probit IV









( － 9. 08)















( － 4. 46)
公共服务
－ 0. 252＊＊＊
( － 34. 95)
－ 0. 246＊＊＊
( － 20. 98)
－ 0. 111＊＊＊
( － 3. 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9728 255618 239728 239728 239728
pseudo R2 0. 126 0. 128 0. 131
Wald 检验 6. 32＊＊＊ 37. 10＊＊＊




意味着家庭财富的增加从而扩大有房家庭的流动性( Aladangady，2017 ) ; 另一方面，已购住房对劳
动力家庭有锁定效应从而降低了其流动性( Foote，2016) 。对于无房者，住房价格上升不仅仅提高
了劳动力家庭的居住成本，而且降低了他们未来购房的可能性。因此，将样本区分为有房者和无房






我们进一步将无房的劳动力分为高技能水平和低技能水平两个子样本，见表 4 的回归( 3 ) 和
( 4) 。结果可见，相对房价对不同技能水平的无房劳动力均有显著的挤出作用，但是高房价对无房
的高技能劳动力的边际效应更大。相对房价每提高 10%，无房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高










表 4 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作用: 是否有房与技能水平的影响
有房 无房 无房
















( － 0. 37)
－ 0. 032
( － 1. 33)
－ 0. 036
( － 0. 94)
－ 0. 028
( － 0. 90)
公共服务
－ 0. 148
( － 0. 66)
－ 0. 158＊＊＊
( － 3. 89)
－ 0. 205＊＊＊
( － 3. 12)
－ 0. 128＊＊
( － 2. 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0438 123333 44076 79257










三年房价的平均增长速度来度量城市房价增长速度。表 5 的回归( 1) 和( 2) 为 Probit 回归结果，商
品房相对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三年平均增速的系数均保持为正，但是不显著。回归( 3) 和( 4) 则是用
住房供应弹性分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probit IV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对房价指标的
内生性后，商品房相对价格和房价三年平均增速的系数显著为正，高房价的挤出效应稳健; 与公共
服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服务水平对房价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 5 稳健性检验一: 不同的房价指标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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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 4. 42)
公共服务
－ 0. 263＊＊＊
( － 22. 15)
－ 0. 243＊＊＊
( － 31. 02)
－ 0. 082＊＊
( － 2. 53)
0. 267＊＊
( 2. 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846 239551 246846 239551
pseudo R2 0. 13 0. 13
估计方法 probit probit probit IV probit IV
表 6 是用 2015 年 CDMS 抽样的 8 个城市户籍家庭和流动家庭子样本进行 Heckman 两步法检
验样本选择偏差。结果显示，以相对房价为解释变量，回归( 1) 中的逆 Mills 比率，即 lambda 系数为
负，但是不显著，这说明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流动意愿的影响是一致的，无论这个家庭是否有居
住地户籍，也就是说，不存在样本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相对房价与公共服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水平对户籍家庭和流动家庭的推拉作用一致。回归( 2 ) 为商品房相对价
格的回归结果，与回归( 1) 基本一致。回归( 3) 为房价平均增速的回归结果，lambda 系数仅在 10%
水平下负显著，存在边际水平上的样本选择偏差。但是房价的平均增速保持显著为正，房价的平均
增速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推拉作用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二: 样本选择偏差对结果的影响
相对房价 相对商品房价格 房价平均增速


















( － 2. 57)
公共服务
－ 0. 020*
( － 1. 83)
－ 0. 019＊＊＊
( － 1. 71)
－ 0. 054＊＊＊
( － 7. 80)
lambda
－ 0. 041
( － 1. 61)
－ 0. 041
( － 1. 59)
－ 0. 045*
( － 1. 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943 24943 24943















表 7 的回归( 1) 和回归( 2) 为不同流动动机的劳动力子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与因为工
作 /经商原因流动的劳动力家庭相比，由于其他原因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对相对房价更敏感。这是因
为特定的工作岗位或者市场通常集聚在几个特定的城市，从而降低了这些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性




临高房价时候，更倾向于迁出这个城市。回归( 5) 和回归( 6) 为不同劳动力代际子样本的回归结
果。与其他劳动力家庭相比，新生代劳动力家庭对相对房价更敏感。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劳动力
家庭留城意愿强烈( 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 ，相对房价上升降低了他们未来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
所以搬离这个城市。回归( 7) 和回归( 8) 为不同家庭结构的劳动力家庭子样本。总体上，无论子女
是否随迁，相对房价都对这些家庭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当相对房价上升 10%，子女随迁的劳动力
家庭再流动的概率( 11. 9% ) 略高于子女留守的劳动力家庭再流动的概率( 11. 4% ) 。除了因为其
他原因如家属随迁，拆迁等流动到居住城市的劳动力家庭外( 回归( 2) ) ，其他子样本回归中相对房
价和公共服务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公共服务对相对房价挤出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 7 劳动力家庭异质性: 不同劳动力群体对相对房价变动的响应
变量





































( － 4. 33)
－ 0. 030
( － 0. 26)
－ 0. 052＊＊
( － 2. 08)
－ 0. 142＊＊＊
( － 3. 24)
－ 0. 058＊＊
( － 2. 40)
－ 0. 154＊＊＊
( － 3. 94)
－ 0. 143＊＊＊
( － 3. 20)
－ 0. 118＊＊＊
( － 4. 39)
公共服务
－ 0. 111＊＊＊
( － 3. 53)
－ 0. 188
( － 1. 28)
－ 0. 188＊＊＊
( － 4. 55)
－ 0. 001
( － 0. 03)
－ 0. 139＊＊＊
( － 3. 64)
－ 0. 036




( － 2. 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1907 17821 155947 83781 133628 106100 127136 8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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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回归样本中包含了 31 个省区市的 280 个城市，城市间的差异性较大，因此我们根据城
市规模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不同城市规模下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作用是否
一致。回归结果见表 8 中的回归( 1) 至回归( 3 ) 。结果显示，大城市( 包括超大特大城市和 I 型大
城市) 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挤出效应不变。给定高公共服务水平，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
价对劳动力再流动的作用系数为 0. 145 ( = 0. 282 － 0. 137) ，这意味着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每
上升 10%，劳动力再流动的概率就提高 11. 6% ( = exp( 0. 145) × 10) ，与表( 4) 中回归( 5) 的全样本
回归结果相比，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的挤出效应更强烈; 而 I 型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再




表 8 考虑城市异质性: 不同的城市规模及相对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作用
超大特大城市 I 型大城市 其他城市 相对房价的二次项 公共服务













( － 2. 30)
－ 2. 126＊＊
( － 2. 15)
－ 2. 237＊＊




( － 3. 86)
－ 0. 326＊＊
( － 2. 54)
－ 0. 091









( － 2. 10)
－ 0. 475＊＊＊
( － 3. 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1701 54103 113924 239094 239094
估计方法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probit IV





















为了验证住房可负担性及财富效应对劳动力流向的作用机制，估计如下 order probit 模型:
MTCkij = f( hpr) = β1hprj + β2H + βX
Pr( MTCkij = K | hpr) = Φ［ak － f( hpr) ］－ Φ［ak－1 － f( hpr) ］ ( 4)
( 4) 式中，MTC 为“打算流向其他城市”变量，赋值见变量说明部分。hpr 为居住城市与其他城
市的房价比。由于调查问卷中没有具体的流向目标城市，参照高波等( 2012) ，用 2015 年常住人口
加权的其他城市平均房价作为目标城市房价。H 为家庭财富禀赋的向量值，包括是否在居住城市
购房、是否在其他城市购房、是否在户籍地购房以及房产数量，分别用来衡量劳动力在居住城市、其






































( － 17. 14)
－ 0. 637＊＊＊
( － 16. 92)
－ 0. 623＊＊＊
( － 11. 92)
－ 0. 484＊＊＊






























( － 15. 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户籍地所在省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66435 66435 65346 70244
估计方法 order probit order probit probit 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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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Crowded Out by High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in China
ZHOU Yingganga，b，c，MENG Linac and LU Qid
( a: Center for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 Xiamen University; b: Key Laboratory of Econometrics，Xiamen University;
c: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
d: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since China's opening-up，labor migration and reallocation across cities have made the
Chinese economy a great success． However，housing prices in the top 35 cities in China，which are the main host cities for
migrants，has risen faster than income growth． Therefore，migrants face a trade-off between local amenities and living
expenses due to housing booms． The phenomenon of “fleeing from first-tier cities such as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continues．
China offers us a unique laboratory to study migra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decisions，which are separated under the
hukou system．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to the hukou system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allowing labor to leave low-
productivity sectors，migrate between sectors and regions，and enter high-productivity sectors ( Cai，2017) ．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ssued a notice on the“key tasks for new urbanization in 2019”in March 2019，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further remove obstacles to the reallocation of hukou and to increase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o all workers． Moreover，there are large variations across Chinese cities in terms of housing booms and public services．
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 CMDS) from 2014 to 2016，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high housing
prices and local public services on relocation decisions in China，who is crowded out，and where these migrants go．
CMDS is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 NHC) ． The sample region
covers all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o ensure the provincial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ample． The sample size is about
200，000 households each year，with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migrants' living conditions，the available services in their
host cities，their income and expenditure，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move． While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 CLDS)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s on actual in-migration ( Zhang et al．，2017) ，this new dataset can
provide more empirical support for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s and public servic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workers
to move． Compared with actual migration，the willingness of workers to move is more sensitive to housing prices and may
react before their actual migration．
This study offers several new results． Although local public services may encourage migrants to stay in their host
cities，high housing prices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to move． Extending the literature ( Foote，2016; Zabel，2012 ) ，we
find that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is especially strong for highly skilled workers who do not buy a house．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potential measurement errors and sample selection bias． Workers with different immigration
status，generations，and family structures react differently to rising housing prices． Those who migrated for non-work-related
reasons，who migrated across provinces，and whose parents migrated with their child /children are more sensitive to housing
prices． The increase in housing prices first encourages migrants to stay，then crowds out migrant workers after housing
prices exceed a certain threshold，higher than the average price of housing across cities． As housing boom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large cities，the crowding out effect is stronger there． In addition，we analyze the relocation choices of
migrants who are willing to leave their host cities and find that affordable housing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ir relocation
choice． For migrants who own a home in another city，the wealth effect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moving，especially to
provincial cities．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high housing prices，especially on highly skilled workers，may hinder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stabilize housing prices and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to encourage migrants to
“settle down”in the city． For skilled workers without a house in their host city，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use various
methods，such as price subsidy，tax reduction，and public housing，to provide them with affordable housing．
Keywords: High Housing Prices; Crowding Out Effect; Public Services; Location Choice; Labor Mi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15，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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